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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攻的散文创作》 
 

前  言 

      

    司马攻,原名马君楚。祖籍广东潮阳,1933年出生于泰国,少年时曾回中国读中

学，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教育。司马攻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他的创作生涯。当

时他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各国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触发了他敏感多情的心，从而

燃起了他的创作欲望。他写的游记和特写,发表在台湾和香港的文艺刊物上,并一

度被香港某旅行杂志聘为特约撰稿人。同时,他也在泰国的华文报刊上发表小说、

散文和评论。可惜在1974年因故搁笔,直到80年代中期,才重新投入创作。他的创

作才华、博闻强记与勤奋执着,很快使他成为泰华文坛上一位令人瞩目的作家。 

    司马攻的创作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散文创作、杂文创作、小小说创

作。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司马攻虽然有多付笔墨,但奠定了他在泰华文坛

的重要位置的,主要是他的散文创作”
[1]
 80年代末,他先后与友人合作出版了散文

集《轻风吹在湄江上》、《尽在不言中》,而后又出版了个人散文集《明月水中来》

及《司马攻散文选》。这些文章因立意高远、构思不俗,文字洗练多姿而富于个性

特色,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的关注。时任泰国华文作家协会

会长方思若先生,在第二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主讲泰华文学时,认为80年代泰华文

坛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令人兴奋”的丰收,其中特别指出司马攻的《明月水中来》

等著作,“艺术成就可达国际华文文学的水平”
[2]
。而张国培教授在《20世纪泰国

华文文学史中》也对其散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的散文作品构思精良，内涵

深邃，格调清雅，令人回味无穷，在泰华文坛可谓首屈一指，无论数量和质量都

居领先地位。” 
[3]

             

 

 

 

 

 

 

 

 

 
                                                        
[1] 陈剑晖，《司马攻散文论》 
[2] 方思若，《泰国华文文艺的回顾与前瞻》,《泰华文学》,第 65 页。 
[3] 张国培，《20 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 年 7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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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司马攻散文的文化乡情 

 

第一节 自然景物：文化本体与审美景观的交融 

 

     散文的文化本体性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题材和感情倾向上的文化性，

即所写的社会人事或自然尽管蕴含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二是有强烈的文化反思

精神，即通过浸润着文化意味的特定对象反思历史和人类的生存景况；三是文化

的批判意向，即以独具的文化视野和思维方式来剖析描写的对象，穿透事物的本

质，从而使散文达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超越。”
[1]

司马攻描写自然景物的散文并不多，好几篇都收进《明月水中来》这本散文

集。其中大部分是他游览中泰名胜古迹的游记，这是司马攻散文中的主要题材之

一。司马攻的游记一般把风景和人物活动，文化思考结合起来；而不是单纯写景

抒情，这样使得景色更加具有人性，具有文化意味。 

比如《游河》一文中，作者记叙了和一些作家朋友乘船游览湄南河的过程。

文章开篇，作者这样写道：“五月的湄南河醒得早，七时许朝阳就把河水晒温了。

一艘平凡的船，载着四十多位平凡的人，由一世皇桥下出发。”接下来，作者看到

湄南河两岸灿烂辉煌的大皇宫和村庄，人造景观与自然风光融合一体形成秀丽的

湄南河风景，此时作者见景生情，用鲜艳的彩笔，描绘出湄南河两岸的美丽风光

和文化特色，使其浓抹重彩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而这些描写，又恰到好处地表现

了湄南河 “华妙庄严兼而有之”的特点。既宽且深的“昭披耶河”是曼谷的大道，

也是泰国中央平原上的高速公路；蜿蜒曲折的水巷渠道，是曼谷的幽深小径，也

最贴近曼谷人的生活脉动。湄南河不仅负起了灌溉与交通的双重责任，而且许多

曼谷的代表性建筑就在沿岸，乘船游湄南河更成了走访曼谷的最佳快捷方式。湄

南河的河水不是很清白而是黑黑的像泰国本地人的肤色，虽然外貌“并不怎么美”，

但心里却很善良。这些是湄南河的文化内涵：湄南河养育泰国人的生命，是泰国

的母亲河，它哺育了一个民族。作者写到：“她有的是内在美，她流经之地尽是肥

沃的平原，她蜿蜒地流着，她留绿了这片土地。”可见以对土地的灌溉，对流经地

村民的农耕生活来说，她是实用的、美丽的。 

另外，此文在写景的同时，还描写了他的几位作家朋友在游览时的言行。如

台湾诗人林焕彰，泰华作家魏登、方思若等。颇为生动有趣，使读者看着和他们

                                                        
[1]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142-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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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愉快。这样把景色和人物活动交织来写，使得景物有了人气，也使人入了景，

人景合一，形成一幅和谐的画面。 

类似的篇章还有 《湖上生明月》。作者描写了一次和作家朋友游览杭州西湖

的经历。作者对西湖的描写十分简练，却点出了西湖的精华：“这个季节是西湖最

明媚的季节，气候不寒不热，桂花盛开，幽香四溢，翠碧青葱的湖岸飘着阵阵清

香。”试想一下，有盛开的桂花，有翠碧的湖岸，有微风送来的花香，有结伴的好

友，此时泛舟湖上，怎不叫人心旷神怡呢？所以不难理解，作者在描绘完美景和

友人后，写到“船上每个人的心像秋天里的西湖一样的开朗。”到了晚上，西湖又

有另外一番风景，当时并非最佳的赏月天气，所以圆月时隐时现，这样反倒给了

作者另外一种诗情，“云移绝壁中间破，月自遥峰缺处圆”，可见有一颗诗心就能

看见美景。引诗用典，突出景观的风物特征，这是中国文人惯用的手法。然后，

作者记叙了几位朋友的活动，有印尼华人团体在船头载歌载舞，方思若和曾思明

先生也参与到他们的欢乐之中，这样使文章有景有人，把写景状物和写人叙事结

合起来了，使文章内涵更加丰富。像这类访问接待活动，司马攻总能写得兴味盎

然，就在于他能把人物活动间杂在自然美景中。 

除了参加公务活动而写的游记，司马攻散文也写他身边的风景，这时的作者

多半是“写景寄情”，而寄情的同时，作者不忘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反思和批评。

且看他在《青山》一文中是怎样写“山”的。“我还记着：在距离我家不远处，有

一条恬静幽美的小溪：溪的那边是一片肥沃的良田，再延长过去，几座峰峦叠翠的青

山作了这片良田的背景。”“青山是我思念的，尤其是小时候经常接近的青山。”文

章开宗明义便点出了这是“家乡的景色”，是童年生活环境的一个记号。通过童年

的青山表达作者对家乡的情感和意念。但时过境迁，身在他乡的司马攻想看看这

里的青山，也很难得。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高楼大厦的接连兴起，青山也是越

来越少了，“经常见到的已经不是峰峦叠翠的美丽青山，而是一座座一排排的，高

低不齐的高楼和排屋。”此时作者对这种人工的建筑生出一种厌恶和不满。因为它

阻隔了作者和故乡青山的联系，进而也阻隔了作者和故乡的联系。从文化批判的

角度来说，这也是作者的一种田园情结：反对喧闹的机械建筑，喜爱返朴清静的

自然环境。作者在结尾处，套用辛弃疾的一句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

应如是。”而引发了一些感伤，觉得岁月不饶人，青山依旧妩媚，但是“我”已经

变了年纪，不久将成为“容易两鬓萧萧”的人，心态也变化了。从这里再一次看

到，司马攻散文中的时空迁移能力的灵活运用，把古代诗人的诗句拿来，思考自

己当前的生存状况，这样“忧而不伤”的感情，流露得自然而高雅。 

《望江楼下说薛涛》可以说是司马攻散文中历史文化与现实结合的典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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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先交代了他去成都参观的目标，就是杜甫草堂和薛涛曾在的望江楼。略述了一

下杜甫草堂，作者就把笔力转向了望江楼，转向了薛涛。快到望江楼时，作者已

开始了联想，“清、明、元、宋一朝一代的倒卷过去，薛涛的影像渐渐浮泛在我的

脑中。薛涛，这位美丽的女诗人，她到底像谁呢？”然后是几段纯粹写景，把公

园里的树，望江楼，石桥，竹子都描述了一番，所选风景都是古朴自然的风物，

给人一种平静典雅感觉，这为后面引出薛涛营造了一个怀古的环境。果然，作者

以古人评价薛涛的诗句来开头，“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寄闲居；扫眉才子知

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详细地讲了薛涛其人：她和一些诗人的交往，她未作女

校书的缘由，她的诗作，她的为人，她的思乡情等等。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美丽而

有才情的女诗人形象。最后作者的落脚点仍是自己的思乡情，感叹自己没有能力

写出思乡的诗句，但对故乡的真情并不输于他们。全篇从现实开始，进入历史，

最后又从历史走出，回归现实，完成了文化与审美情感的融合。  

     从以上对司马攻四篇写景散文的分析，我们体会到文化理性和审美诗性的结

合。这些文章有闲散随性的文化趣味，有怀古思乡的文化气质，把文化底蕴作为

作品的内核，选取最适合的审美对象进行描写，达到了文化本体与审美景观的很

好交融。 

 

第二节 文化乡土：中国文化与泰国文化的互融 

 

中国与泰国的文化交流可谓源远流长，根据考古发现的证据是早在暹罗素可

泰王朝之前就开始的。中国是汉武帝时期，中国海船经过泰国境内的邑卢没（华

富里）、谌离国（佛统），航往印度的黄支国（康契普拉）。在素可泰王国建立（1238

年）之前，泰国境内有许多小国，各自为政，但都与中国有外交、经贸关系，如

盘盘、罗斛、堕罗钵底等等。因贸易原因滞留或移居泰国的东南沿海人也随之增

多。首先是福建人大批移居泰国，福建籍华侨人数一直占泰国华侨的绝大多数。

十八世纪中叶后，潮州籍华侨华人人数逐渐超过福建籍的华侨华人而稳居泰华人

口的绝大多数，此种格局至今没有改变。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泰文化交

流日益频繁。 

    作为中华文化最重要载体的潮州人移居泰国，把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具有

潮州地方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到泰国，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泰国人民生活的

各个方面，丰富了泰族文化。在目前泰国的华文作家中，潮人约占 80%，而且年龄

偏大，多是第一代移民。由于他们多曾在潮州地区生活过，同时又受到家庭和周

围潮州人的潜移默化。在泰国华人社会蕴藏着这种民族文化，是在异国土地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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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长的，它必然要受到泰国大社会的背景、生活环境和当地人民风俗习惯、历

史文化的影响，这就使它既有与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又呈现出中

国文化与泰国文化的互融形成了泰华文化的特色。 

     泰华散文无论抒情写景，咏物言志，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蕴含，都弥漫着潮

汕与泰国文化的氛围。司马攻写过不少思乡怀旧的散文，极力抒写人伦、亲情、

乡情，字里行间激荡着情感的波涛，荡漾着中国潮州功夫茶的清香。茶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经有 5000 年的文化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与

进步，茶不但对经济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成了人们的必须品，而且逐渐形成了

灿烂夺目的茶文化，成为泰华社会文明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司马攻的散文名篇《明

月水中来》，文章着重描写的是一把冲潮州功夫茶用的朱砂茶壶，壶底刻着“明月

水中来”五个字。这把小茶壶原属于“我”的祖父，祖父去世后，“我”把它带到

泰国，用它冲功夫茶，而茶瘾越来越大。但是，“我”的儿子对潮州功夫茶却丝毫

不感兴趣，有时勉强喝了小半杯，就嚷着：“哎呀！这样热，这样苦！我不要啦！”

于是，“我”有了这样的感觉：这把传了三代的小茶壶，到了儿子这一代，将传不

下去了。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有一天，那是一个假日，我出外访友

回来，当我踏进客厅里时，我大大的吃了一惊，我那个十多岁的儿子，他坐在我

经常坐在那儿喝茶的地方，用他那生硬的手法，拿着这把小茶壶，正在冲他的功

夫茶喝。这个意外的发现，使“我”改变了以前的悲观的想法，并且确言：“这把

茶壶将不会寂寞，它又将有新的主人了。它前时是我祖父的，现在是我的，将来

是我的儿子的。” 

     文章中的这把小茶壶，具体代表了潮州茶文化，同时又是整个潮州文化以至

于整个中华文化的象征。文章的内涵与过去的思想怀旧诗文有了很大的不同。司

马攻本来以为潮州茶文化就在他这一代停止传下去，但后来发现他十多岁的儿子，

虽然在泰国长大受到各种各样的本地文化的教育，但他从来没将中国文化给忘记。

具体来说，过去落叶归根式的恋土情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发展成为落地生根

式的文化薪传。司马攻所期盼的，已不再是落叶归根的遐想，而是故土文化能在

新的乡土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有评论者认为，“他的这些散文从某种意义上讲并

非单纯地为思乡念国的感情所驱遣, 而是出于反思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性自觉。这

种自觉将作家怀乡念国的情怀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他把自己的思考同民族的传

统文化联结起来,企望在历时性与共时性民族文化的交汇中,来探索决定民族生存

与发展的奥秘。”
[1]

此外，在《也谈潮州功夫茶》和《有关茶的着论》文章所描述的都是追溯中

                                                        
[1] 赵朕，《司马攻散文的文化意蕴》，《学术研究》，199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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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茶和茶的各种知识，《也谈潮州功夫茶》文章开篇，作者就这样自谦地写：“谈

潮州功夫茶的文章已经很多了，现在我也来谈，所以多用个[ 也 ] 字。既然谈的

人多，又何必要再谈呢？因为我喝了好几十年工夫茶，有不少感受，所以我还要

谈一谈。” 喝了好几十年工夫茶的司马攻发现茶叶确实是个大学问，不是三言两

语解释得清。喝茶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生活态度。茶文化在交际中的作用更是

不可小觑，现在的时代已不是武力解决问题的时代，人们坐在一起谈判开会，如

果配上一壶工夫茶，可以很好地调节气氛，人也变得平和而耐心起来，有利于大

家和和气气地商量。作者身在泰国，但是对中国茶文化的记忆和理解却如此生动

具体，体现出泰华作家群的一个特点，即他们可以在中国文化和泰国文化中自由

游走。 

另外，司马攻的文章里还写到了中国传统武术。在《是乐园的早晨》中有这

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写一场太极拳与泰拳的比武。 

“胡胜脚下不丁不八，双手一前一后，开指立掌涵于胸前，使的是太极拳中

‘如封似闭’的招式。巴越则小心翼翼，用了一招泰拳惯用的‘藏头露肘’，向胡

胜迫来，胡胜用一招‘玉女穿梭’攻巴越的前额，巴越头一闪开，一招‘乌龙出

洞’直捣胡胜面门，胡胜撇身一转避过，一招‘上步搬榄锤’向巴越劈去，巴越

吃了一惊，猛退三步，胡胜得势不饶人，一招‘双凤贯耳’朝巴越切去。怎料巴

越退中有守，左脚踏实，右边那条毛腿使一招‘蟒蛇摆尾’斜斜向胡胜横来，说

时迟那时快，胡胜闪避不及，中了一退，幸得有三成功力，不致倒下。……” 

这段描写活脱地像中国明清演义小说的风格：用语凝炼，干净利落，把双方

过招的动态写得活灵活现，让读者仿佛身临比武现场。太极拳舒展大方，匀缓柔

和，轻灵沉稳，结构严谨，浑厚庄重；泰拳崇尚进攻、观赏性强，泰拳比赛

以攻对攻，场面激烈、刺激，打斗场面赏心悦目。从这段精彩细致的描写中，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太极拳的深刻理解，也可以看到作者对泰拳的谙熟于心，而

同时把两种武术以中国传统笔法写出——就像司马攻自己所说，“如果泰国的华文

作者仍继续用华文来从事创作的话，就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学传统。避免不了受中

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在词汇以及风格和体裁方面。”这既是一种文学手法的承接，

也是一种文化的承接。 

司马攻以移民的独特视角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眷恋和对泰国文化的理解，

在他的笔下，这两种文化相互融合，服务于他的情感抒发。  

 

第三节 佛教文化：地域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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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佛教文化受中国与印度两国文化渗透影响，而它本身又进一步融合发展，

形成独特的泰国文化。“泰国人民绝大多数是佛教徒。但他们并不只信仰佛祖, 他

们还在丛林山间祭供山鬼、树神、河神; 在家里祭拜家鬼, 祭祀祖先; 有的佛教

徒还虔诚地信奉天鬼、雨神。泰国佛教仪式中, 也掺杂着婆罗门教和占星术的成

分。”
[1]
泰国文学受佛教的影响由来已久，“翻开《泰国文学史》, 可以看到自素可

泰王朝以来, 其古典文学基本上是由佛教文学和宫廷文学这两部分组成的。可见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和佛教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2]
同时，由于司马攻曾在广东

潮阳度过了童年，受到潮汕文化的影响。潮汕文化作为中国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在信仰风俗上，也具有类似泰国的“多神”崇拜的传统。“潮汕民间尊奉的是一个

庞杂的神鬼体系，既有中原传入的道教、佛教以及民间宗教的神灵，也有闽越族

和南越族鬼神崇拜的痕迹，还有各种土生土长的神灵；既有自然神崇拜、物灵神

崇拜，又有人物神崇拜。”
[3]
受到潮汕地域文化和泰国的宗教文化的双重熏陶，司

马攻对佛的敬畏，对行善积德的笃信，对众生万象的悲悯时常散落在他的文章中。 

虽然泰国是佛教的国家，但婆罗门教（印度教）也对塑造泰国的风貌与性格

影响相当大。甚至在玉佛寺中的壁画、雕像以及建筑方式都表现得很明显。正如

司马攻散文《曼谷玉佛寺十二门神》这篇散文流露出作家宗教般的虔诚，而且还

溶入了宗教文化的情感意识。《曼谷玉佛寺十二门神》中有一段提到了“《罗摩耶

那》”。《罗摩耶那》是印度著名史诗，是印度著名诗人梵尔密寇的作品，全长二万

四千颂，写古印度王子“罗摩”南征的经过。这部韵文体的神怪小说大约完成于

公元前第二世纪，距现在已有两千多年的时间了。这部《罗摩耶那》被译成泰文，

并作了局部修改，称作《罗摩坚》，是泰国很著名的一部译作，全书也以泰国流行

的韵文体译成。“十二门神”即是依《罗摩坚》书中的主角为原型来塑造的。这篇

文章里，作者一一介绍了十二门神的故事，个个威风凛凛，给凡人以距离感，庄

严感，这就是一种“人物神”崇拜。 

      “泰国作为一个以佛教立国的国家, 平民百姓中有着极浓的宗教情绪。对

于佛的笃信与虔诚, 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希冀与畏葸交错的双重心理, 一种企望超

越一切的圣洁与庄严”。
[4]
在司马攻的散文中, 对此也有诸多的描绘。我们先来看

看在《我的义兄》一文中，宗教情绪是如何贯穿其中的。由于“我”生辰八字过

于凶恶，命犯刑克，所以要找一位义父来化解。后来找到一位义兄，两人经常一

起玩，没想到真应了命数，义父死了。这样一来，义兄家自然要求和“我”断绝

                                                        
[1] 孙广勇，《泰国佛教的起源及其现状》，《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8 年 5 月，第 3期 
[2] 同上。 
[3] 陈泽泓，《潮汕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96 页 
[4] 赵朕，《司马攻散文的文化意蕴》，《学术研究》，199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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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但是“我”家又不答应。这期间，义兄偷偷给“我”送来洋铅笔，证明其

实两人关系一直挺好的，只是害怕那“命带刑克”的咒语，渐渐疏远。作者心有

愧疚，他希望义兄“能避得过一切的劫数” 而“安然无恙”，这种强烈的负罪感

无法获得安息，只能通过写此文抒发出来。所以此文中作者一直在解剖这个人们

都无法解释的“罪过”，只是源于一个“生辰八字”。其实生辰八字，最多只能反

映一个人出生的天时，用来记录时间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拿生辰八字来算命，

是很不可靠的。因为一个人的命运受多种条件的影响，除了天时之外，还有

生长的地域、人群的限制，再加上机遇的差别，出生的天时的影响又能占多

大的比重呢？而“我”为此却得背负这样的责任，失去了与义兄的感情。作者反

思这种神秘文化中的愚昧，又十分无奈于人的“命数” ，只能怅然。“生死轮回”、

“因果报应”等佛教教义已成为泰国人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泰语中有“善

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谚语, 善者死后升天堂, 恶者死后下地狱。今世的福祸缘

于前世的德行, 因此积德行善成为人们行为的一个基本准则, 乐善好施蔚然成

风。而且人们普遍认为, 佛祖是救世主,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当人们遭遇挫折、不

幸时, 求佛祖保佑; 当人们追求某种心愿希望实现时, 求佛祖相助; 当人们作下

罪孽时, 求佛祖宽恕。佛祖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1]
在《纸船明烛照天烧》一文中，

作者介绍了泰国的水灯节，即人们通过放水灯来求得佛祖相助的习俗。文章开头，

作者先讲述了三种关于水灯节的传说，有印度婆罗门的传说，有佛教释迦牟尼的

传说，有动物寓言的传说。这三个传说内容差别很大，但都涉及到美好愿望的实

现，这暗示了水灯是一种神奇而美好的事物。然后作者给出了一种有考据的说法，

“泰国的水灯节开始于素可泰泰皇朝的诗茵他拉铁时代”，并介绍了水灯制法的演

变，从前时的芭蕉叶到现在的纸制，尽管材料不同，人们的热情不减，仍相信放

水灯可以通过许愿盼来美好的日子。 

这是在借“水灯”寻求一种心灵寄托，寻求一种自我补偿。“水灯”在这里成

了美好的象征，似乎水灯最终可以顺河流向佛祖或菩萨，而自己的心愿也可以被

佛祖或菩萨所了解，然后得以实现心愿。这是民间的一种朴素的宗教感情，也是

一种向善的心态。作者在最后写到，“看见处处小河水灯点点，就好像看到人们多

做了一件善事，喜在心头上……大家来许一个愿吧！愿美丽的日子早点到来。”看

到水灯漂在水面，就像佛光一样照亮黑暗的世界，给人以光明和希望。 

佛教强调以宗教的感化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相善心态，在《东北人》

一文中，作者对初闯都市的司机的同情可见作者的悲悯之心。该文中作者在“打

的”时遇到了一个新手司机，他刚学会开车，这是第二天上路，所以既不了解价

                                                        
[1] 孙广勇，《泰国佛教的起源及其现状》，《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8 年 5 月，第 3期 

 8



 
 
 
 

 
 

《论司马攻的散文创作》 
 

格行情，开车也颇不顺当。从“我”与他的对话中，了解到他生活的不易，他的

努力，和他对生活的向往，打动了作者。所以作者本想下车来，“但为了不使这位

东北人失望，不愿伤他的自尊心，我还是坐在车前，只是心中有些惴惴不安。”后

来总算顺利到达了目的地，“我”给了他车费，并向他祝福。文章的结尾处颇有意

味。 

“他把车子开出，这时的车子已跳得不大厉害，平稳地开出去。我心中还是

代他担心，也为他祝福，祝这位新来曼谷的东北人有真正的好运！” 

东北人在受到“我”的鼓励后，开车的技术似乎一下子提高了，“平稳地开出

去”表面上说车子的平稳开出，实际是暗示东北人今后的出租生意以及曼谷的新

生活都能“平稳”，都能顺利。作者“因慈而生悲，因悲而生爱”，以佛的慈悲之

心对待众生，以一颗大爱之心鼓励一位陌生人，鼓励一个城市生活的新手，是很

令人感动的。这也是在向世人传播一种“爱”和“善”的旨意：给那些遇到困难、

生活不如意的人鼓励吧！少些责难，多些宽恕，他们也能逐渐走出困境，和我们

一样幸福生活。 

司马攻对佛的神秘的信仰，对自己宿命的思考，对平凡人苦难的关注，都显

示了他在纷繁世俗中保有的一颗“佛心”。而这颗“佛心”正是源于他潮汕文化的

背景和泰国以佛教立国的背景相重叠而生发出来的。 

 

小 结 

 

本章从司马攻散文的题材分类上，与散文本体的文化性相结合进行探讨，初

步展示了司马攻散文中蕴含的文化乡情。司马攻写景状物皆有文化融入其中，使

描写对象增添了文化依托，这样的作品丰厚、耐读而不庸俗浅陋；司马攻抒发思

乡怀旧的情感时，或在泰国的语境下写中国传统文化，或在中国的语境下写泰国

风俗，使两种文化在文章中达到彼此互融；司马攻还有部分题材涉及佛教文化的，

又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从潮汕地区外迁泰国的华人，胸中所具有的对佛的敬畏,对自

身命运的思索，和对众生的同情怜悯，使他的文章中“东方的审美智慧与佛家的

哲学情怀融于一体,以一种柔弱的力量和一腔温情倾注于字里行间。”
[1]

 
                                                        
[1]  这段话是吴艳在《论贾平凹、林清玄散文的佛理禅蕴》中形容林清玄的散文的，笔者认为拿来

形容司马攻类似题材的散文也是合适的。雷达，《雷达散文·后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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